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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心地理论”是基于距离探讨城镇在地理空间上规模与分布的重要理论，

但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距离的影响不断减弱，其理论适用性遭到

质疑。本文通过梳理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中心地理论研究与运用的变化，发

现以下趋势：研究对象与学科领域已变得丰富多元；距离不再是中心地的唯一

影响因素；多种研究方法结合且更关注城镇发展的动态变化。此外，最新研究

认为，虽然“中心”概念在逐渐消失，理论所探讨的维度与尺度较为单一，但

在区域研究以及特定条件下该理论依然适用。最后，本文提出该理论在城市韧性、

空间距离要素再评估、虚拟中心地等领域的研究展望，并总结其发展的历史规律，

提出城市科学研究应关注问题本身，减少工具依赖。

Abstract: Central Place Theory is a pivot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the scale and 
distribution of towns in geographical spaces, primarily considering the factor 
of distance.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the impact of distance has been diminishing,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theory.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nge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before and after the 
advent of the ICT era. The review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s and academic fields 
of study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multifaceted; distance is no longer the sole 
influencing factor for central places;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s being employed, focusing on dynamic changes. Furthermore,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concept of “center” is gradually fading and the dimensions and scales 
explored by Central Place Theory are somewhat limited, the theory still holds relevance 
in regional studies and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for the theory in the realms of urban resilience, reassessment of 
distance elements, and virtual central places. It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need for urban science research 
to focus more on the issues themselves, reducing reliance on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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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人类文明初步形成以来，地理位置与交通一直

是影响城市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1930 年代，德

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首次提出了中

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这一理论着重分析

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分布，并揭示了为何某些城市

会发展成为更大的中心，而其他城市会滞后的原因 [1]。

在此基础上，廖什（Lösch）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和

深化，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最大化市

场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六边形区位城市的空间分布模

型，加强了中心地的理论基础 [2]。中心地理论在提出

后受到了广大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的热烈关注，

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哈格特（Haggett）探

讨了中心地理论与城市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

理解城市网络 [3] ；约翰逊（Johnston）则进一步将其

应用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实践 [4]。随着中心地理论逐

渐被应用于经济、物流、社会学 [5-6] 等各种领域，也

就意味着其适用范围已经从单一的农村拓展到了更为

复杂的城市环境。

不仅如此，在理论运用的地缘方面，中心地理

论的研究最早从德国逐渐向瑞士、法国、英国等其

他西欧国家蔓延，并得到逐步完善 [3]，之后又被运用

到东欧国家城市扩张的研究中 [7]。经历了在北美 [8]、

澳洲 [9]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研究之后，该理论也

开始被运用到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 [10]。1980
年代，该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又被引入到一些第三世

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作为

解释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结构的重要理论 

工具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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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来临之前，中心地理论的应用与

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效能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13]。尽管面

临诸多质疑和挑战，中心地理论仍然是区域科学、城市经济

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领域中的主导理论 [14]，其在 20 世纪的
城镇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15]，指导了众多

重大的城市规划与发展项目 [16]。

然而，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全

球物联互通的推动下，信息交流变得畅通无阻，物品的运

输和配送变得更加迅速和高效，地理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开

始被淡化 [17]。交通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中

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些曾经广泛运用

该理论的学者开始认为，地理空间的实际距离已经不再是

决定因素，而信息的流动性和速度才是关键 [18]。另一部分

学者则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中心地理论在当前社会的适用

性 [19]。特别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

转变，低接触服务、无交互式服务、智能物联配送等逐渐

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 [20]。而对于中心地理论在信

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适用性的探讨，截至目前学界始终未

能达成一个普遍共识。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心地理论适用性为重点，整理并比

较信息与通信时代前后的中心地理论研究和运用，旨在梳理

这段时期该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的共性

和不同，并尝试揭示当前该理论研究与运用的变化趋势，以

期为城市区域研究、城市空间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1  信息化背景之前中心地理论研究的特点

1.1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来揭示区域关系
在信息化背景之前，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城

市与地区的地理空间分布以及这些城市或地区之间的相互关

系，涵盖了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交通工程学等方面的

科学。理论重点关注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相对位置、规模、经

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基于经济学、地理学视角，通

过经济学数理模型数量化方法和图论分析方法揭示城市、地

区中的中心地关系 [21]，其内容包括：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 [2]、

服务和产品的范围与门槛 [22]、城市规模与功能 [23-24]、城市网

络与区域结构 [6]、地理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25] 等。

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尺度可从单一的城市或小镇，延伸到

复杂的城市网络和大都市区，再到整个国家乃至跨国的城市

群 [26]。为了解析这种空间分布关系，学者们考察了人口密度、

经济活动、交通网络等多种因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受到地理、

经济和社会条件影响的 [27]。尽管中心地理论有其理论模型，

但在实际应用中，研究者通常会考虑政治因素、历史发展等

各种现实情况，以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 [16]。

1.2  以距离与规模为要素
起初，中心地理论是以距离与规模为最基本要素进行探

讨的，主要关注不同规模的城市如何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和设

施在空间中分布。城市的分布和规模受到其所处的物理环境

和空间距离的强烈影响 [1-2]，城市的区位选择和发展也受到

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和交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

在以距离与规模进行探讨的这一框架中，距离与规模起

到关键性决定作用。城市中心的等级划分依据是其所能提供

的服务和功能的数量和种类，而这些服务和功能通常受到城

市规模的限制。因此，大城市凭借其规模经济通常能够提供

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服务，而小城镇通常仅能提供基础性

服务 [28]。这一规模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城市中心体系

的核心结构 [29]。

距离与规模不仅是决定性因素，还揭示了复杂的相互关

系。如前所述，城市中心的等级划分是基于所能提供的服

务和功能的数量和种类。但除此之外，城市规模还决定了

其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对于

不同种类服务和功能的承载能力 [30]。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距离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还关乎其日常生

活的便利性和时效性。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其对基础设

施的投资和综合效益，通常能够为居民提供更为快速和多

样化的交通方式，从而缩短实际的出行时长 [31]。此外，城

市规模也与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大城市

往往拥有更加多样化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从而吸引更多的

人才和资本流入 [32]。

1.3  采用图示结构方法进行等级划分
过去，中心地理论是以消费者均衡分布的假设为前提来

探讨城市的层次等级 [3]，即便这种均衡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

存在 [33]。贝里（Berry）在 1967 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基于

中心地理论的均衡思想，分析了城市的等级和功能与其背后

的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 [6]。而这一均衡分布假设直到 1980
年代才开始转变，巴蒂（Batty）在研究中结合了中心地理论

与计算机模拟技术，探讨了城市发展的非均衡特性 [16]。

在早期的研究与运用中，中心地理论研究者们或学者

们主要通过图示结构来揭示不同等级城市相互之间的关系 

（图 1）。这种方式直观易懂，但只能笼统介绍，无法解释

潜在的联系 [7]。图示结构关心的是城市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连

接。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城市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

方面都具有领导地位的城市，次级城市和其他小城市则围绕

这些中心城市分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 [34]。层次等

级揭示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又决定了城市

能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其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 [35]。这种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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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揭示了城市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城市如何通过各种连接

来共享资源和信息 [36]。

2  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中心地理论研究方向与
特点的转变

2.1  多学科交叉下的中心地概念日益宽泛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心地理论不再仅仅局

限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范畴，而是与多种学科进行了交叉和

融合（图 2）。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跨学科的研究特性，

涉及人类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学等领域 [37]，使得中心地理

论在当今时代更加丰富和多元。此外，中心地理论在这一新

的研究背景下，更加注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文

化和社会群体对于中心地的定义和价值认知不同 [38]，社会学

和文化学也成为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因此，中心

地的概念逐渐变得宽泛 [39]，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和云计算等

都可能成为虚拟的“中心地”[40]，如数据中心地 [41]、知识中

心地 [42]、创新中心地 [43] 等。

与此同时，研究关注的相关社会议题也在发生变化，

从单一的城市区域发展、地区经济，到农村或城市生活方

式 [44]、社交网络 [45]、城市商业 [46] 等。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又

决定了研究尺度的多样性 [47-48]，中心地的研究既可涵盖区

域、城市网络，也可覆盖城市片区 [49]、商业中心 [50]、服务

中心 [51-52] 等。

2.2  强调空间与非空间因素的结合
传统的中心地理论强调地理空间中中心地的形成和分

布，并将空间距离作为衡量其规模与层级的最重要参考依

据。然而，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物理

中心地的概念正逐渐融入虚拟空间 [53]，进而衍生出另一种

动态化的空间概念——流空间，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流空间被视为信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空间形态 [54]。卡斯

特（Castells）认为，城市和社会的资源以流的形式存在和

转移 [55]，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 [56]、

文化流 [38] 和生态流 [57]。泰勒和乔莫什（Taylor & Csomós）

认为，这种跨区域的要素流动打破了原有“中心地—腹地”

的关联范围局限 [58]，构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关系。

注：k 代表一个高层级中心地所统辖的低层级中心地的数量。

图 1  中心地理论分布原则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a 市场原则（k=3） ｂ 运输原则（k=4） ｃ 行政原则（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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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或承载这些“流”的包括空间因素与非空间因素，

而后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中心地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59]。

例如：用户的偏好、社交网络中的互动模式、在线社区的形

成等均已成为中心地形成的重要因素 [60]。这种非空间因素与

物理空间的结合为中心地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相关研究指出，尽管电商平台在物理空间中没有固定的位置，

但它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中心地地位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

响 [61]。科技流、知识流与信息流的汇聚，同样能塑造中心地，

硅谷便是著名案例 [56]。此外，文化流也与经济、技术和其他

社会活动的流动紧密相关，这些流往往在某些特定地点产生

高度的集聚效应 [38]，形成文化产业。例如：洛杉矶依托文化

影视产业形成中心地 [62] ；戛纳和爱丁堡分别依托电影节、艺

术节成为电影业的中心地、艺术文化的中心地等 [63]。研究者

认为，这一类似的非空间因素不再仅单纯影响中心地的结构

形态，而已逐渐成为主导中心地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37]。

2.3  研究方法多样，关注动态变化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中心地理论的研究方向和特

点已经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特别是研究方法明显与过去有所

不同。过去，研究者们主要依赖传统的统计方法和简化的地

理模型，如利用综合指标法、引力模型 [64] 来解释和预测中

心地的形成和发展 [65]。而在当前的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多

样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得中心

地理论的研究能够捕捉研究对象的实时性和动态性。在数字

信息时代物联网环境下，中心地不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

间和数据流动变化的 [40]。例如：徐等（Xu et al.）研究发现，

城市餐饮服务中心地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转移，且每天的早晚

高峰餐饮聚集消费区也在规律变动 [66]。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去表达研究中客

观存在的复杂性。例如：借助元胞自动机模拟城市生长，对

未来发展做出情景分析 [67-68] 以及城市细节模拟、城市分形模

拟、城市增长机制和城市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模拟等。这些

模拟不再简化相关因素，而是能够准确地捕捉复杂的地理、

经济和社会互动 [37]。此外，复杂网络模型 [38]、神经网络模

型等也逐渐被运用在中心地的研究中。这些模型为研究者提

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和解释中心地的形

成和变化。

大体量的全景、全生命周期数据为城市演化发展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引发了新的研究范式 [37,39]。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对地球表面整体空间，甚至

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的数据采集，并形成了数量巨大、结

构复杂、类型众多的数据集合 [69-71]。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

和完整性得到提升，大数据分析为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开辟

了新的路径 [69]。大数据分析也逐步取代田野调查，成为如

今探讨中心地的主要资料获取途径和分析方法 [37,39,69,72]。借

助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73] 等人工智能研究方法，以及基于

多源数据开展学习策略探索和潜在结构发现，研究者将所

得模型计算的结果作为新的数据样本进行循环迭代，从而

推动模型的自我学习，实现城市的多态势感知、超精细计

算和高精度模拟。

3  中心地理论面临的主要质疑

3.1  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以前中心地理论均匀假设不成

立、经济条件假设过于简单
中心地理论作为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研究的一个

关键理论，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应用学者们也对

其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表 1）。
首先是空间均匀的假设不成立，中心地理论的原始构想

基于一个均匀的空间，而这在实际的复杂地理环境中往往难

以实现 [74]。自然资源分布、地形地貌、历史和文化背景等都

可能影响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这使得均匀空间的假设在很多

情况下变得不再适用。众多学者均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如韦

伯（Webber）认为中心地理论的假设从未经过实证 [75]，布尔

辛克（Buursink）也支持这一观点 [76]。

其次是过于简化的经济条件假设，中心地理论初期的研

究往往会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是理性的，并且总是朝着

最大化利益的方向行动，但在实际中这一假设可能并不能充

分反映人们的真实行为和决策过程 [77]。同时，由于缺乏文化

和社会因素的考虑，相关的研究往往忽视了文化、政治和社

会背景的影响 [78]。特别是随着中心地理论在非西方国家和地

区的应用增加，研究者开始质疑其是否能够充分适用于这些

地区的特定文化、经济和历史背景 [65]。

再者，中心地理论仅仅考虑了“服务”体系，而除“服

务”外，“生产”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起决定性的作

表 1  中心地理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前后面临的不同质疑

内容特性 早期研究的主要质疑内容
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的主要质

疑内容

合理性 空间均匀的假设不成立

生产逻辑与服务逻辑的主导

适用性 过于简化的经济条件假设 维度单一：复杂性被忽略

尺度单一：尺度均较大

中心概念被弱化

空间距离的概念被弱化

准确性 市场原则、规模范围、边界划

分的准确性

信息化程度不足

注：表格空白表示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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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布局决定人口布局，工业生产导致人口集聚，工

业生产的复杂性也导致人口分布的复杂性，人口分布的变化

直接导致中心地体系的变化，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简单的均

匀体系 [79]。并且有学者认为中心地理论这样的假设还原理论

制约了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和进展 [65]。除了认为假设条件过于

简单，一直有国内外学者对中心地理论的市场原则 [33]、规模

范围 [80] 和边界划分 [81] 等理论内容的准确性进行探讨。而且

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该理

论的早期研究未能充分考虑时间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其纯静

态模型难以充分捕捉到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全貌 [38]。

最后，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先驱还提到，相关研究忽略

了技术的创新和运用 [16,18]。虽然这一点在信息化与通信技术

背景之前可能不那么明显，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

中心地理论在这方面的忽视逐渐显现。

3.2  中心的概念逐渐消失，中心结构不再
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来临之后，空间性的中心逐渐弱

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非均衡的发展模式较为常见，

如：全球城市和经济走廊的集聚、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使得

很多商品和服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地点 [74]，城市发展不再单

一呈现中心化，而是网络化、多中心化 [82] 的趋势。地理空

间已从静态的“地点空间”转变为“流动空间”[83]。杨俊

宴等认为，城市空间规模急剧增加，城市服务产业在特定

空间场所产生集聚、扩散、迁移和裂变，逐渐由单中心阶

段走向多中心网络阶段 [84]。并且当代城市是城市化与去中

心化并存的，尽管城市化仍然是一个重要趋势，但在信息

化背景下，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许多活动和服务已经开始去中心化，使得传统的城市中心

与郊区的划分变得模糊 [85]。

泰勒（Taylor）提出了“中心流动理论”，并指出在现代

交通信息的影响下，空间组织已逐渐从中心地理论所主导的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转变为中心流动理论所主导的“水

平、非层级和多中心”网络结构 [86]。网络结构可能不再严格

遵循传统的地理空间模式，这就意味着尽管地理位置仍然重

要，但其影响力可能被其他非空间性的网络联系所抵消或弱

化 [38]。如此转变，不仅限制了中心地理论的运用，也使得其

适用性遭受极大质疑。特别是在地理学的理论运用中，有研

究者认为中心地理论的适用性逐渐减弱，只能对少数现象进

行解释 [19,37,47,65]。也有研究者认为复杂网络研究才是现代城

市研究的更科学、更准确的解释方法 [87]。

3.3  中心地理论探讨维度和尺度较为单一
城市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耗散性、动态性、自组

织性、非线性、非平衡性等复杂性特征 [88]。社会复杂性和多

尺度的问题成为中心地理论研究的核心挑战，这两个因素都

与现代社会的动态、流动性和网络化特性息息相关 [89]。况且

城市是由不同子系统组成的，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各个子系

统单纯叠加 [90]。因此，现代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超出了中

心地理论的原始框架，这也导致中心地理论在某些方面显得

不太适用。复杂性研究为地理学提供了一条新路径，阐释了

地理复杂系统的基本概念 [91]。近年来，基于地理学的城市复

杂性研究日益凸显对空间大数据以及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的应用，且强调对地理过程的动态性及其在多个尺度上复杂

交互作用的综合考察 [92]。例如：巴蒂从物质与非物质的流动

和关系网络的角度解读城市，提出流动的累积或结合创造了

潜在的能量，进而影响城市要素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其中

网络描述了流动的组织架构 [47]。

当前，地理学视角下对城市复杂性概念与内涵的认知，

正逐渐由单一尺度静态化分析向多尺度动态化复杂交互过程

的综合化研究转变，经济、科技快速发展以及学科交叉融合

推动了对城市复杂性的深化认知 [92]。而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假

设是建立在将不同子系统的复杂性简化的基础之上 [65]，这与

复杂性研究的逻辑背道而驰。除了复杂性被忽略，其有效性

被另外质疑的一点便是其理论探讨的尺度过于单一。布伦纳

和施密德（Brenner & Schmid）在研究中强调了城市和地区

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尺度分析的重要性 [93]。威克曼和莫哈尔

（Wikman & Mohall）也认为：中心位置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

它只能从一个狭隘的视角和尺度来分析社会空间关系，这使

得其在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实际应用背景中显得不够适用 [65]。

此外，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开展流空间、新型产业空间

关系及其在不同尺度上的交互机制研究，进而加强对城市经

济、城市发展多样性的深化理解，已成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背

景下的主流方向 [69]。相比之下，基于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经济

活动的探讨仅局限于单一尺度下的组织形式和效应研究，而

城市经济活动复杂性的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趋势往往需要借

助多尺度视角进行观察。城市发展、经济活动的现象和过程

常常在多个尺度上交互作用，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

度上的动态可能相互影响，这也使得传统的中心地理论难以

准确描述和预测这些相互作用 [94]。

4  中心地理论适用性探讨与未来研究展望

4.1  中心地理论适用性逐渐降低，但在特定条件下仍然

适用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众多学者肯

定中心地理论的作用，认为在现代社会环境下中心地理论依

旧有效且无法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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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心地理论在区域尺度上解释了区域经济与城市

规模之间的关系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埃弗特（Evert）认为

城市网络模型以及中心流理论不能替代中心地理论，因为前

者代表服务经济中城市区域的空间特性，而后者解释了工业

经济中城市之间的关系 [90]。在最新的探讨里，赵鹏军等（Zhao 

et al.）通过京津冀地区 20.362 亿次出行轨迹数据来检验中心
地理论定量法则的适用性，发现居住分布模式和服务范围与

其等级法则相一致 [72]。施利锋等（Shi et al.）基于中心地理

论推导出方位异质性、距离异质性等指标来测量中国城市土

地的格局，并得出有效的结论 [95]。此外，德里克和安德鲁

（Derek & Andrew）认为中心地理论仍然适用，并使用手机

大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一个地区城市的发展和位置 [96]。

其次，即便是缩小尺度在城市范围内研究商业业态分布，

也表明了中心地理论依旧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国内学者研究

了南京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探讨了餐饮分布与中心地理

论或中心流理论的关系，发现南京餐饮的空间分布遵循传统

的中心地理论，但餐饮的网络口碑度遵循中心流理论 [83]。研

究者利用大众点评数据提出一种酒店评价体系，该体系下酒

店分布仍然呈现“中心—边缘”的分布形式 [46]，这证明了在

互联网时代中心地理论仍然可以作为解释工具。此外，国内

外学者还对城市内部、片区内部的零售、餐饮等进行研究，

发现这些空间均呈现中心地理论的分布方式。

最后，一些学者也强调，尽管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模式，但中心地理论的核心观点，

如市场范围、功能分工和空间分布等，仍然具有其持久性和

普遍性 [19,97]。

4.2  中心地理论的未来研究与运用

4.2.1  延续：中心地与城市防灾、城市韧性

虽然信息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O2O 平台崛起，但部

分设施的分布规律在中心地理论原有框架下依然适用。其

中，城市应急资源配置依旧基于交通距离和需求规模进行

供给 [98]，这种配置为先发预配置，因此仍旧遵循中心地分

布规律进行布局。在应急管理中，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需要

更多种类的资源和设备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99]。因此依据

中心地理论进行有效的城市应急资源配置和城市规划是一

个实际的应用方向（图 3）。在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韧性

研究中，交通中心 [100]、社区中心 [101]、医疗中心 [102] 等设

施中心均以中心地理论的分布规律探讨其供需关系，由此

可见中心地理论在城市韧性研究领域也依然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

此外，特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体系直接影响社

区的供应韧性 [101]，而 O2O 平台崛起、信息物联发展导致的

城市物资供给点分布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在特定事情、特殊

情况下的供应能力 [103] 是否会对原有城市供应链韧性造成影

响，也值得我们探讨。

4.2.2  修正：空间距离重要性的再评估

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新冠

疫情时期，包括人口流动、工作方式、消费习惯等变化，直

接引发了数字化加剧、产业链重塑、线上办公兴起等。除此

之外，无人驾驶汽车、高速铁路、超级高铁等新型交通方式

的出现，标志着多模态交通系统进入城市 [104]，使得我们不

得不基于原有理论框架再评估空间距离的重要性。通过采用

交通数据、网络 POI、地理大数据，进行多种模型计算与模拟，

探讨新的空间、距离、规模之间的关系，来修正中心地分布

规律原则，优化城市发展布局。

最新研究中对空间距离重要性变化的研究主要为定性

研究，认为空间距离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对不同服务设施 

中心 [101]、商业中心 [105] 等影响辐射范围变化则采用定量研究。

研究普遍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在日常普通生活商

品供需关系中（如快速食物 [106]、虚拟产品 [53] 等），距离要

素已在弱化或完全消失；而在高端商品 [105] 和服务（如高端

酒店 [46] 等）中，距离依旧是重要因素。

图 3  中心地理论未来研究框架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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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革新：虚拟中心地的演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信息化加剧导致了“虚拟中心地”（virtual central place）

的兴起。虚拟中心地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与传统的中心

地理论不同，它是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产生的非物质、非

空间中心地和功能中心，如我们使用的“美团”“饿了吗”

等数字平台都可以被算作虚拟中心地。虚拟中心地的产生作

用机制也会影响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发展 [61]。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虚拟空间中的中心地逐渐成为

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学者对虚拟中

心地中包括外卖平台、数字信息交互平台等形成、工作原理

机制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61,106-107]。但目前来看，

这部分内容研究还相对有限，有待更深入更广泛的挖掘。

5  结论与反思

中心地理论是基于距离探讨城镇在地理空间上规模与分

布的重要理论，随着时代进步，通信手段与交通工具的迭代

更新，距离对中心地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心地理论适用性也

随之减弱。本文通过梳理该理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前后

的研究发现：首先，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对象已由区域、城镇

等变为丰富多元的商业中心、服务中心，甚至是虚拟的数字

中心、创新中心等，并且与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

学科实现交叉，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范畴；其次，地理

空间距离不再是影响中心地规模的唯一重要因素，还包括社

会、经济、文化等非空间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主导中心地

的形成；最后，相关研究开始采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模型、

复杂网络等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开始捕捉城镇发展的动态变

化，随着科学技术与研究观测手段的进一步发展，大数据分

析、智能模型等方法将更加广泛地被运用到城市科学、地理

学等领域研究中，研究的维度与广度将继续扩大。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中心地理论在宏观尺度的城市区域

研究中解释城镇规模与分布、城市经济与供需消费之间的关

系以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未

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围绕中心地与城市防灾、城市韧性等问题

展开。而在中观尺度上，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

距离的优势需要被重新评估。此外，虚拟中心地对城市实体

空间的影响还有待深度挖掘。

研究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如宇宙和原子）的科学家都

不在其研究对象的世界里，但可以通过逻辑和想象建立工具

来深入研究。而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下研究工具丰富的今天，

部分研究城市的人们也生活在其研究对象（如建筑、社区、

城市）中，却几乎完全忘记了深入田野、对比实验、调查访

谈、逻辑分析、异同比较、创作设计等传统研究方法，养成

了一味借用数据统计和其他定量分析的习惯，以至于在缺乏

观察和感知的情况下把城市问题当作数学应用题来分析。这

样过分依赖研究工具而忽略对问题本身的研究，无助于城市

复杂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而将数学推导等分析方法与实践观

察相结合，取长补短弥补不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才能有效

解决城市问题并推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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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集聚是虚拟要素的空间集聚，空间属性是集聚的固有属

性。虚拟要素通常为非日常生活性质的信息流，主要为基于生产

交易的信息流和基于兴趣与社会重大事件的信息流。虚拟集聚是

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的持续加密过程。实体地方、

虚拟地方和数字地方三类地方是虚拟集聚的主要发生空间，虚实

空间互动过程也因此形成更为多元、复杂的类型。本文通过对地方、

虚拟集聚的定义与分类，以及虚实空间互动过程的实证，形成了

统一的、更具解释力的虚实空间互动理论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城

乡新空间研究奠定了基础。

Abstract: Virtual agglomeration refers to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virtual elements, and spatial attribution is the inherent attribution of 
agglomeration. Virtual elements are usually non-daily life information 
f lows, mainly including information f lows based on productive 
transactions and those based on interests and significant social events. 
Virtual agglomeration is a continuous encryption process of virtual 
elements in specific physical spaces or virtual spaces. Physical places, 
virtual places and digital places are the main places where virtual 
agglomeration occurs,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s thus forms more diverse and complex types. Through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laces and virtual agglomeration,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s, a unified and more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been forme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new urban 
and rur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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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今中国，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电子商务、平

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线上线下加速融合，虚实空间高频互动，

新的城乡空间实践持续涌现。在乡村地域，以电商村、网红村、

数字乡村等为代表的新空间已经成为新自下而上城镇化的主要

载体 [1]，虚拟集聚不仅赋予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新的动力，更

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推动了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治理重构。在

城市地域，数字平台与城市运行的深度嵌合推动着城市的平台

化转型，社交媒介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

拟空间的互动 [2]，线上线下日益加深的融合已经彻底改变人类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 [3]，并持续引发城市空间的变革 [4]。新零

售空间 [5]、外卖工厂 [6]、直播基地 [7]、网红空间 [8]、智慧社区 [9] 

等城市新空间的不断涌现，呈现出虚实空间互动的巨大规模、

超高强度与广泛形式。新空间实践需要新空间理论！数智时代

的城乡新空间显然有着更加复杂的形成机制，实体空间与虚拟

空间的高频互动和融合发展已经远远超越单一维度。传统空间

研究只从实体维度展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已经很难准确判断

数智时代城乡新空间的演化机制与趋势 [10]。随着虚拟集聚支配

作用的不断强大，虚实空间互动强度与频率的不断提高，空间

理论、研究方法和规划实践亟须创新。

当前关于虚拟集聚以及虚实互动的研究主要在经济学、城

乡规划和地理学领域展开。经济学领域率先对虚拟集聚的内涵

特征 [11-14]、形成机制 [12]、模式 [13-14]、测度 [15] 以及对经济发展 [16]、

创新能力 [17-18]、创新效率 [19] 等的积极作用展开研究，将虚拟集

聚的产生归因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产业

组织的变革与演化。虚拟产业集群（virtual industrial cluster）成

为理解虚拟集聚的最初视角 [20]，认为虚拟集聚是企业和相关机

构通过网络组成经济集合体的过程，本质是一种共同体，共同

体内相关主体可以基于网络寻求合作与竞争 [21]。随着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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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关于虚拟集聚的内涵界定开始超

越产业集群，将生产者与消费者都纳入分析框架，认为虚

拟集聚是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

新形态 [12]，是以数据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14]。虚拟集聚是生

产要素在虚拟空间的集聚，是各类生产要素基于“云、网、

台、端”的集聚 [13]，主要模式有围绕核心企业的供应链虚

拟集聚，围绕消费需求的电商平台虚拟集聚，围绕标准和

行业联盟的产业虚拟集聚 [12]，以及虚拟产业园集聚 [14] 等。

上述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作为经济活动的虚拟集聚现象，

为理解这一深刻的经济组织变革奠定了基础。然而上述研

究基本忽视了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虚聚，对于虚拟集聚的理

解更是呈现“去空间”特征，没有厘清空间与要素集聚的

实质机理和过程，使得虚拟集聚难以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等概念区分开来。

城乡规划与地理学领域关于虚拟集聚的研究立足空间实

践，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研究为虚拟集聚提供了新的认知视

角。基于流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 [22] 认为新产业空间的

出现不只是实体空间的集聚，更是流空间在特定地方持续加

密带来的虚拟集聚 [23]。通过对实体专业市场和淘宝村、镇互

动机制的分析，进一步认为虚拟集聚是生产企业与网络零售

环节之间激发出的更加紧密的信息联系，是流空间的加密和

强化 [24] ；虚拟集聚会引致更多的实体集聚需求，而地理空间

的实体邻近会进一步促进交易的发生，进而加密虚拟集聚的

程度，形成“双重集聚”趋势，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升级 [25]。

基于双重集聚机制，根据虚拟与实体、集聚与分散的关系，

可以构建四种空间类型 [23]，其中流乡村（village in flows）被

结构化地定义为实体分散、虚拟集聚的聚落空间，是已经进

入区域甚至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新乡村 [1]。显然，虚拟集聚

与地理实体集聚的深度互动融合必将对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

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分离，

使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与销售服务等环节可以基于收益最大

化原则选择合适地点，同时推动劳动力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

原则选择就业与生活区位，而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最终将影

响城市群层面的要素分布与空间重构 [26]。上述基于空间视

角的虚拟集聚研究，将虚拟集聚从“生产要素在虚拟空间的

集聚”扩展到“虚拟要素在虚实空间的集聚”，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虚拟集聚等同于网络经济的概念泛化，为城乡新空间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上述研究依然没有厘清虚拟要素

与空间的关系及其集聚过程，同时虽然在流乡村的研究中关

注到基于社交媒介的虚拟集聚与网红打卡，但主要研究依然

基于经济和生产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

框架。

针对数智时代急速扩展的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新现

象，以“空间”研究为核心的城乡规划学科有必要、有条件

构建新的空间理论框架，进而形成更符合中国城乡发展实际

的理论抽象和学术表达，为塑造更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提供

指引。基于对中国城乡新空间的长期调查研究，本文首先明

确虚拟集聚的概念和空间内涵，进而总结归纳虚实空间互动

的不同类型，并结合典型案例全面阐述不同类型虚实空间互

动的基本特征和过程。试图通过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

为城乡新空间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工具，为数智时代城乡规

划与治理实践提供参考与启发。

1  定义与分类

虽然学界对于虚拟集聚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 [14,21]，但回

归“集聚”本身所蕴含的空间本质，从虚实空间互动的视角

认知虚拟集聚，可以更好地回应当前城乡空间实践的需求与

挑战。互联网的兴起看似打破了疆域约束，其实更是对领土

或疆域在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塑和肯定 [21]。

地理不会消亡，而是以新的价值和方式呈现。随着数字经济

与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虚拟空间与地理实体空间必将高度

交织融合、不可分割，虚拟集聚将在多重空间中发生，虚实

空间互动将成为空间研究的基本认知论。

1.1  虚拟集聚与地方的类型
虚拟集聚就是虚拟要素的空间集聚。空间包括虚拟空间

和实体空间。虚拟要素通常为非日常生活性质的信息数据，

典型如基于生产活动的数字产品、技术、资金和交易等数据，

基于兴趣与社会重大事件的浏览（播放）、关注、转发和评

论等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非日常生活性质的交流，因此更容

易形成持续、高密度的信息流。而虚拟集聚的本质就是信息

流在特定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的持续加密过程。空间属性是

集聚的固有属性，没有空间就不存在集聚。特定的空间就是

地方（place），是“可感知的”，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 [27-28]。

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演进，地方概念也已从传统的相对固

定的地点转变为流动性很强的时空场域 [29]，存在于虚实空

间。根据当前虚拟集聚发生的过程和场景，存在于虚实空间

的地方可以分为实体地方（physical place）、虚拟地方（virtual 

place）和数字地方（digital place）三种类型（表 1）。从以上

表 1  地方空间的类型

分项 特定实体空间 特定虚拟空间

有对应实体

空间

实体地方：电商村、

外卖工厂

数字地方：数字化、符号化的网红空间

无对应实体

空间

虚拟地方：网络店铺、线上直播间、虚

拟会议室、元宇宙

注：表格空白表示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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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可以看到，虚拟集聚也是流空间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持续互动的过程，拥有更广泛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内涵，

是真实存在的集聚 [12]。

实体地方是具有明确地理信息、可感知的物质空间。正

如卡斯特定义的，地方是一个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

容于物理邻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 [22]。典型如线上交易密集的

电商村、外卖工厂等都是实体地方，然而虚拟要素在这里的

持续集聚使其成为不同于传统地方的新空间。

虚拟地方就是特定虚拟空间，是存在于虚拟网络中的

一个节点，一个 IP 地址或域名地址。网络店铺、微博账号、

供应链微信群、虚拟会议室，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

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的抖音号、公众号，以及元宇

宙都是虚拟地方。虚拟集聚过程就是相关主体基于信息流在

虚拟地方集合、交流、互动的过程。

数字地方是社交媒介对于实体空间的数字化、符号化，

并使之产生地方感。数字地方虽然也是特定虚拟空间 [30]，但

它是具有同一对应实体空间的一个或多个虚拟地方的集合。

符号化程度越高的数字地方，表征其实体空间的虚拟地方就

越多，理论上可以无限。典型如西安大唐不夜城等网红空间，

其实体空间是一个实体地方，然而随着社交媒介的持续传播、

转发，其表示区位的地理性被弱化，表示热度的数值性被强

化 [2]。大唐不夜城逐渐被符号化，转变为被无数虚拟地方表

征的数字符号。因为有对应的实体空间，虚拟要素初始阶段

依然主要集聚于大唐不夜城这一实体地方，通过网红打卡、

视频直播等实体集聚活动引致虚拟集聚。然而随着大唐不夜

城相关视频、图片被媒介持续传播，更多由浏览、点赞、评

论等行为所形成的信息流就不再集聚于大唐不夜城的实体地

方，而是集聚于被符号化的数字地方。数字地方与虚拟地方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由于其有对应的实体空间，虚拟集聚会

引致实体集聚，并集聚于它所表征的实体地方。一定程度上，

数字地方是社交媒介为人类日常活动和空间互动提供的一个

替代空间 [2]。

1.2  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
地方的多元化必将使得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的过程

呈现出多种类型。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可以将虚拟集聚

与虚实空间互动划分为基于实体地方、基于虚拟地方和基于

数字地方的虚拟集聚与虚实互动三类过程（表 2）。
基于实体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是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

间的持续加密，进而引致实体要素实体空间集聚，最终形成

虚实空间双重集聚的过程。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间的持续

加密是大量信息流持续流向同一实体空间中的接收终端的过

程，是具有物理基础（电子信息回路）的信息集聚过程。大

量信息汇集、交互必将产生交易行为，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

地理邻近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和规模报酬递增就会引致

实体要素在实体空间的集聚 [25]。

因为虚拟地方没有对应的实体空间，所以基于虚拟地方

的虚拟集聚通常不引致实体要素在实体空间集聚。这一虚拟

集聚的物理基础是大量信息流从无数信息终端向“云、网、

台”中的同一虚拟节点汇聚的过程。然而根据虚实融合的客

观趋势，基于虚拟地方的虚拟集聚强大到一定程度，往往会

有创造或重塑实体地方的需求。也即围绕虚拟地方的意向特

征，从满足虚拟集聚发展需求的角度进行全新的实体空间设

计和建造。这一空间一旦建成必然引致实体空间集聚，最终

形成虚拟空间主导的虚实空间互动过程。

基于数字地方的虚实互动过程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是基于实体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即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

间的持续加密引致实体集聚，进而形成虚实空间双重集聚过

程；第二部分是基于虚拟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即虚拟要素

在表征这一特定实体空间的特定虚拟空间持续加密，引致实

体要素进一步集聚于被表征的特定实体空间，形成新一轮虚

实空间双重集聚过程。不断叠加的、强大的虚实空间双重集

聚最终将这一特定实体空间数字化、符号化为数字地方。在

虚拟要素与数字地方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虽然大量信息流没

有直接物理集聚于其对应的实体空间，但所有引致的实体集

聚均指向这一数字地方所表征的实体空间，并深刻影响实体

空间的发展与要素组织。

2  基于实体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

基于实体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塑造了大部分城乡新

空间，其中绩效最为显著就是大量的电商村和电商产业 

集群。

表 2  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过程

分项 虚拟集聚过程 虚实空间互动过程

基于实体地方 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间持续加密 引致实体要素实体空间集聚，最终形成虚实空间双重集聚

基于虚拟地方 虚拟要素在特定虚拟空间持续加密 （1）不引致实体要素实体空间集聚，没有虚实空间互动过程；

（2）基于虚拟地方创造或重塑实体空间，引致实体要素实体空间集聚

基于数字地方 （1）虚拟要素在特定实体空间持续加密；

（2）虚拟要素在表征特定实体空间的特定虚拟空间持续加密

引致实体要素集聚于被表征的特定实体空间，最终形成虚实空间双重集聚



13 2025 Vol.40, No.6国际城市规划

罗震东  李晓璞  黄彬    虚拟集聚、地方与虚实空间互动

2.1  虚拟集聚创造交易需求
无论电商村还是电商产业集群，拥抱互联网、链接电子

商务平台就是这一实体地方质变的开始。相较于实体店铺有

限的客源，以及由交通区位、土地租金和人力成本等构成的

规模门槛，线上市场的巨大需求与开办线上店铺的低门槛、

低风险，为实体地方突破区位束缚、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巨

大机遇。链接电子商务平台就是进入一个拥有几乎无限容量

的交易市场，实体地方如果能够从中吸引大量虚拟要素，形

成虚拟集聚，就能创造交易需求。这一过程最为典型的案例

就是山东省曹县南部的电商村，如果没有虚拟集聚，任何实

体市场都不可能汇聚大量零星分散的消费需求，使得儿童演

出服这种基本不可能在线下门店零售的产品成为催生曹县电

商产业的“爆款”商品。虚拟集聚创造的交易需求与曹县

南部乡村的结合，使得演出服电商产业爆发式增长，短短数

年内就从“星星之火”扩散为演出服和汉服两大产业集群。

2022 年曹县汉服销售额约 45 亿元，约占全国市场 31.2% ；

2022 年表演服销售额约 92.7 亿元，约占全国市场 73.9%，

两者合计占据全国一半以上市场份额 [1]。虚拟集聚创造的交

易需求同样使得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从无

到有、迅猛增长，据统计 2012—2020 年年均增长约 15 亿元，

短短 8 年时间增长近 16 倍 [25]。

2.2  交易规模扩大引致实体集聚
交易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致生产、仓储和物流规模的扩大。

虽然虚拟维度可以完成所有在线交流与交易环节，但无法替

代实物产品的生产与运输。尤其对于加工制造业而言，许多

生产环节具有不可分割性，部分生产工艺与技术也只有在一

定产量规模下才能采用，因此上下游环节仍然需要通过地理

实体集聚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江苏省睢宁县沙集家具电商

产业集群的成长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过程 [25]。经过电商红利

期的快速增长与几轮产业升级后，沙集家具电商产业集群从

无到有地建立起完善的产业组织和基础设施，家具制造所涉

及的开料、裁边、喷涂、组装等多个环节，均在集群内部形

成联系紧密的专业化分工，不仅有力地支撑集群内大量中小

企业和网商的发展，而且塑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整的产

业链，成为吸引更多家具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据统计，截

至 2022 年，沙集镇家具生产制造类企业已增至 1 400 多家，

基本涵盖板材家具生产制造的所有环节，规上企业数量达到

44 家，加工制造能力不断强化。

交易规模的扩大同步加速了物流企业的集聚，而物流企

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应使得沙集一跃成为辐射区域更广、

服务水平更高、运输成本更低的综合性枢纽，有力地支撑

了电商产业的高速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周边物流企业的空

间集聚和专业化提升。2006—2020 年底，沙集镇域物流快

递门店从 1 家发展到 145 家，拥有分拨中心 6 家，物流企

业年营销总额约 16.45 亿 [25]。虚拟集聚创造交易需求、扩大

交易规模，虚实双重集聚引致规模报酬递增，进而推动生

产加工与物流仓储空间持续扩大的历程，同样在曹县大集

镇以及广大电商村、电商产业集群中广泛发生，产业空间

扩张与乡村空间现代化改造同步，形成了显著的新自下而

上的城镇化进程 [31]。

3  基于虚拟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

基于虚拟地方的虚拟集聚是纯粹虚拟空间中的活动，通

常不引致虚实空间互动。然而当虚拟集聚强大到一定程度，

往往会产生围绕虚拟地方意向特征创造、重塑实体空间的需

求。新的实体空间一旦建成必然引致实体空间集聚，最终形

成虚拟地方主导的虚实空间互动过程。基于虚拟符号、媒介

意向进行实体建构的案例并不鲜见，最成功和典型的如迪士

尼乐园、哈利波特主题公园等。然而相比于上述案例，移动

互联网时代网络与媒介的赋能使得基于虚拟地方的虚拟集聚

更为快速、高频，因此围绕虚拟地方进行实体建构的需求更

为强烈，典型案例如围绕《种地吧》这一互联网综艺展开的

“种地星球”实践。

3.1  符号建构激发虚拟集聚
《种地吧》是由网络平台与多家传媒企业合作录制的一

部劳作纪实互动真人秀①，于 2022 年 11 月在杭州市西湖区
三墩镇山联社区后陡门开始了第一季的录制。节目选择粮食

安全、乡村振兴、年轻人回流的主流传播赛道，通过对 10
位年轻人在后陡门真实参与农事活动的全景展现，传播现代

农业理念，普及农具使用、作物识别知识，同时生动地探讨

了“种地”的价值。节目号召更多年轻人关注农业与农耕，

投身乡村大地，助力乡村振兴，给当前名目繁多的综艺市场

带来一股清风。节目将运营重心放在“种地”符号的建构

上——约 300 人的剧组团队采用 24 小时实时纪录的拍摄手
法，全面展现 200 天的种地生活，形成“长视频正片 + 短视

频 Vlog+沉浸式日常直播 +助农带货直播”的综合传播形式。

① 该节目由爱奇艺、蓝天下（浙江）传媒集团出品，海西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点火樱桃联合制作。蓝天下（浙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西湖区的

本土企业，之前已经制作过《哈哈哈哈哈》《向往的生活》《十二道锋味》等高流量综艺节目，是具有丰富策划制作和流量运营经验的综艺天花

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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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由长达 50 期、每期 1~2 小时的正片节目、24 期加更
节目、2 000 多条短视频、100 多天的每日监工直播，以及多

场大型事件直播和带货直播组成庞大的内容矩阵。2023 年 7
月节目第一季收官，口碑和热度获得双丰收①，迅速成为国

产慢综艺“天花板”。节目运营团队充分利用符号消费中的

自我驱动，积极推动热点引爆和全民共创②，而社交平台之

间带有共谋性质的交互传播与扩散机制 [32]，进一步激发围绕

“种地”符号的超强虚拟集聚。

3.2  虚拟地方主导实体空间建构
强大虚拟集聚营造出的虚拟地方往往具有强烈实体建构

的倾向。虚拟地方像一双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实体空间的未来

选择和变化，使后者始终受到线上流量的直接与单向控制，

又不断反向服务于虚拟要素在虚拟地方的持续加密。《种地

吧》衍生出的麦田餐厅、男生宿舍、农夫市集等空间，以及

种地518爱侬日、66麦田音乐节、种地618等节庆活动，让“后

陡门”逐渐成为电子乌托邦，并与“种地”符号一起构成

《种地吧》官方微博账号这一虚拟地方的意向特征。而这一

虚拟地方与真实的后陡门③基本没有对应关系，一定程度上

更倾向消除实体空间的地方特色。然而强大虚拟集聚所形成

的情感积淀使得实体打卡和体验需求异常强烈。相比于迪士

尼乐园、哈利波特主题公园等基于虚构人物和空间建构的实

体体验场所的巨大吸引力，具有超高热度真人综艺节目的真

人明星和实景基地对于“活在当下”的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虚拟地方主导的实体空间建构于是成为迎合人们符号认

知和空间想象、促进进一步虚拟集聚的网红景观生产。2023
年 5 月，《种地吧》第一季尚未录制结束时，曾负责西溪湿

地文旅开发的杭州西湖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十

个勤天·种地星球”项目。以《种地吧》热播为契机，计划

投入 3.8 亿元，在后陡门区块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现代

农业为基调，以开放式多元化休闲体验为核心，建设高新农

业示范基地、特色主题民宿、高端农业品牌田野直播间等农

文旅潮生活空间，打造长三角家庭亲子互动游新地标。“种

地星球”项目规划用地 700 余亩，围绕《种地吧》IP 打造以

“种地星球·共富工坊”和“种地星球·艺墅街区”为双核

的大型综合性农文旅体验空间。前者规划配套小种子剧场、

小丰收直播间、少年之家、十个勤天总部、麦芒餐厅、共富

商店等 6 个单元，承担全国各地农副产品的品牌研发、营销

推广等功能；后者将采用升级版的横店影视城模式，基于整

村搬迁后闲置的村落空间，结合农业农耕主题，进行整体性

交通提升、空间梳理、立面重塑和场地活化，形成新型综合

性农文旅街区。

4  基于数字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

基于数字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是最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既包括基于实体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过程，也包括基于虚拟

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过程。两个过程同步交织，充分展现出

媒介时代空间生产的多维复杂性，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

唐不夜城。

4.1  双重集聚创造网红景观
基于数字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发端于基于实体地方的

虚拟集聚。实体地方的特色景观生产在引致大量游客、打卡

者实体集聚的同时，也在持续推动虚拟要素的集聚，虚实空

间双重集聚的过程就是特定实体空间网红化的过程。大唐不

夜城步行街区是西安市政府“皇城复兴计划”的重点项目之

一。项目选址在大雁塔景区正南轴线上，通过充分展现盛唐

文化风格的、恢弘的建筑设计与景观营造，将大雁塔与整个

街区融为一体，再现了盛唐时期“世界最大都城”的辉煌风

采 [33]。历史与现代有机交融的规划设计使得大唐不夜城成为

独具特色的文娱旅游目的地，然而能从古都西安众多世界级

景区脱颖而出成为顶流网红空间④，虚拟集聚的巨大推动作

① 节目豆瓣评分 9.0，微博全站被讨论 1 333 万次，全程斩获主榜热搜 2 173 个，文娱热搜 310 个。“种地”成全民热议，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2 176 亿次。
其中，《种地吧》主话题阅读量近 100 亿次，短视频发布量超 20 万条，播放量超 38 亿次。节目不仅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认可，《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新华社等 20 多家主流媒体均发文点赞。以上数据来源：种地吧官方微博，2023（https://weibo.com/7781218487/4931384337239462）。

② 从初期培养大众认知到用户主动参与讨论互动，串联 IP 宣发全链路，掀起全民共创热潮。从路透开始打造系列热点事件衍生跨屏互动，形成闭

环传播，并激发多元优质二创，举办短视频、表情包二创大赛，使全民化身“剪刀手”。据统计，《种地吧》成为 2023 年微博平台二创视频生产
量最高的综艺节目。“禾伙人”在微博产出的二创视频累计播放量超 5.3 亿次，百万播放视频 14 条，最高单条视频播放量近 1 亿次，“# 种地吧

二创大赛 #”的话题阅读量超 4 000 万次，互动量 32 万次。以上数据来源：种地吧官方微博，2023（https://weibo.com/7781218487/4931384337
239462）。

③ 真实的后陡门是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山联社区的一个村小组，距余杭区中心 7 km，原住民已基本实现非农化，农地由大户承包，整村已经搬

迁至集中安置小区，所有房屋和宅基地已统一流转给国有平台公司。

④ 2024 年春节期间，大唐不夜城所在的曲江新区共计接待市民游客约 789.73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 28.69%（按可比口径），省外游客占比

56.37%。另据高德地图数据显示，除夕至初七，全国车流最热景区排名第一的是大唐不夜城，连续两年位居全国榜首。受春晚节目的影响，

大唐不夜城日均客流量在 65万人次，晚间高峰时段能达到 20万人次。以上数据来源：网易新闻，“爆火！ 2024年春节假期：西安旅游数据出炉！”
（https://c.m.163.com/news/a/IR8MND0O0525HA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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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不可没。尤其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唐不夜城在积极

利用新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推广的同时，主动与网红达人展开

新颖且富有成效的合作。通过网红达人独特的视角和富有创

意的内容制作，吸引大量粉丝线上关注、线下打卡。大唐不

夜城的网红达人大致可分为三种：自培网红达人、外来网红

达人和转播网红达人 [34]。自培网红达人主要由官方表演者组

成，大多由省市级文化中心（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等）

孵化，有固定的演出时间、场地和官方直播间，直播间人数

通常保持在 1 万人以上。外来网红达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

平台，其中粉丝基础量较小的网红达人演出前需向景区提出

申请，景区根据规则、需求进行筛选与时间场地安排，演出

时自带专业直播团队，直播间粉丝通常为 100~5 000 人不等。

粉丝基础量较大的网红达人或明星，通常由景区主动邀请或

者购买服务，在景区官方直播间直播。转播网红达人数量最

多，主要业务为按照表演节目单进行节目的转播式直播，一

个人即为一个团队，直播间人数在几十至一千人不等。众多

网红达人在大唐不夜城的实体集聚所引致的虚拟集聚，在加

速实体空间网红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引更多游客、粉丝前往

实体空间体验、打卡，通过“具身旅游体验”完成“媒介朝

圣”[35]。“景观社交”的“刺激—拍摄—到访—刺激”链条

在促使网红打卡成为新兴的旅游目的 [36-37] 的同时，也推动着

不断叠加、扩大的虚实双重集聚。

4.2  虚拟地方集合建构数字地方
基于数字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完成于基于虚拟地方的虚

拟集聚。社交媒介的崛起加速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相互

交融，媒介通过符号形塑了“人—媒介—城市”互动的动态

虚拟空间，成为现代空间生产及实践的重要构成要素 [38]。景

区运营团队、网红达人和旅游打卡者在大唐不夜城实体空间

的网络营销、直播、打卡，会在社交平台之间带有共谋性质

的交互传播与扩散机制 [32] 下形成强大的“在地”虚拟集聚，

为实体空间的网红化以及进一步的实体集聚形成强大的推动

力。与此同时，景区运营团队、在地网红达人精心策划、创

意十足的大唐不夜城原创视频，以及旅游打卡者即时拍摄的

精彩视频，会被大量“不在地”的网红达人、短视频创作者

基于平台算法最大化获取流量的逻辑，持续转发、剪辑、再

创作，并在自己的账号获得观看、点赞和评论，形成“不在

地”的虚拟集聚。显然，社交媒介中不断生成的这些“不在

地”虚拟集聚不是直接物理汇聚于实体地方的虚拟集聚，而

是汇聚于无数虚拟地方的、更为强大的虚拟集聚矩阵。它们

对同一实体空间——大唐不夜城的巨量表征，最终形成超越

实体地方与虚拟地方的符号化空间——数字地方 [2]。由于有

明确对应的实体空间，基于数字地方的虚拟集聚引致的实体

集聚将无一例外地指向这一数字地方所表征的实体地方，并

形成更大规模的虚实空间互动，而大唐不夜城的顶流网红地

位就是这样形成的。同时数字地方的产生是无数虚拟地方对

同一实体地方的符号化，因此它是一个大众参与、群体建构

的过程，既能迅速呈现数字地方的共识性符号意义和价值，

也能充分呈现数字地方更为丰富的空间内涵与特质，从而激

发更为强烈的“媒介朝圣”欲望。

5  结语

面对当今中国丰富多彩的城乡新空间实践，本文通过延

展“地方”这一人文地理学经典概念，对虚拟集聚以及虚实

空间互动进行更为全面的界定。虚拟集聚是信息流在地方空

间的持续加密过程。由实体地方、虚拟地方和数字地方共同

构成的地方空间，使得虚拟集聚以及虚实空间互动的过程多

元、复杂。基于实体地方的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形塑了

大部分城乡新空间，有力地揭示了包括电商村、数字产业集

群、新零售空间等新空间的形成机制。基于虚拟地方的虚拟

集聚呈现了大量基于网络平台的数字经济以及文娱活动的运

行机制，基于虚拟地方的虚实空间互动则预示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实体空间规划建设的新逻辑，虚拟空间的支配与主导作

用日益显现。基于数字地方的虚拟集聚与虚实空间互动清晰

地整合了网红空间复杂的数字化、符号化机制，将社交媒体

所引致的虚拟集聚有机地整合于基于空间的虚实互动分析框

架中，形成了统一的虚实空间互动理论框架，为进一步空间

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数智时代的加速到来，虚实空间互动的爆发式增长

与虚拟空间支配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彻底改变乃至颠覆

工业革命以来的城乡空间逻辑。基于空间探索虚实要素集

聚与互动的机制，建构虚实空间规划与干预的理论和方法，

必将成为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的重心和创新的起点。不可否

认，本文关于地方、虚拟集聚的定义与分类依然简陋，甚

至存在争议，对于虚实空间互动过程的实证依然单薄、缺

乏严谨的定量分析。但学术的本质就在于破和立。如果说

当前的研究只是从认识论角度撬开了冰山的一个小角，那

么更为广阔的认知与破立，以及方法论层面的探索有待更

多研究者参与。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表格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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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通信技术深刻改变了城市空间组织逻辑，并孕育出系列新空间，但目前尚缺乏系统和精细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流空间理论，提出虚

实要素融合流动视角，认为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各自优势是两者融合流动的基础。在融合流动过程中，虚对实存在赋能、衍生作用；实对虚产

生物化、本体作用。分处两个空间维度的虚实要素一般需要经过转换才可以耦合，完成活动闭环，本文将其称为“虚实接驳”。基于融合流动视角，

界定了虚实接驳的四类要素，即在虚实空间中互为映射的虚实物品、服务、交流和人；探讨了实到虚、虚到实两种接驳方式，其中虚对实更容易

刺激产生新空间、新场所。虚实要素的接驳转换将催生出虚实接驳空间，实现上述流动要素在虚实空间之间集中接入接出的枢纽型空间，并据此

解读了系列典型案例。最后，本文归纳了虚实接驳引起的城乡实体空间系列变化，包括虚实接驳区位、虚实接驳集核以及城乡空间结构离散化、

扁平化、单元小型化趋势，佐证该视角的实践效用。本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和深化信息时代的虚实空间互动机理，从全局视角解释信息时代新空间

产生，以及把握未来城乡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logic of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nurtured a series of new space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detaile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space of flows, proposes a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flows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elements, arguing that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form the basis for their integrated flows. 
In this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 virtuality has an empowering and derivative effect on the reality; The reality generates materialization and ontological effects 
on the virtuality. Virtual and physical elements, existing in two distinct spatial dimensions, should undergo transformation to couple and complete the loop of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flow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ubjects of this flow as virtual-physical substances, services, communications, and people 
that are mutually mapped in both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It explores two modes of conversion: from physical to virtual and from virtual to physical, with the 
latter is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the creation of new spaces and plac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nection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elements will give rise to hybrid 
conversion spaces, which serve as hubs for the concentration of access and egress between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and interprets a series of typical cases.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a series of changes in physical spaces caused by these hybrid conversion, including hybrid conversion locations, hybrid conversion 
centers, as well as the trends of discretization, flattening, and unit miniaturization of urban-rural spatial structure, thus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 utility of this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roviding a holistic explan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spaces, and grasping future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thus holding 
theoretical value.

关键词： 信息通信技术；流空间；虚实融合流动；虚实接驳空间；实体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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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以蒸汽机、电力、内燃机等为代表的每

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地理空间的巨大变化 [1-2]，21 世纪电子信
息技术的普及更是开启了新的科技革命之门，催生出一系列

地理新空间。例如：电子商务发展产生的淘宝村，远程办公

方式催生的创客空间，线上线下商业融合形成的盒马体验店，

外卖店铺集中生产和运输的“外卖工厂”[3] 等。地理新空间

的类型和数量在近年内剧增，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学术界在 20世纪就预判了这些空间的产生。赛博空间、

复合空间、流空间、虚实二元交互、三元空间等理论认为，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催生了虚拟空间，它与地理真

实空间（实空间）互相作用、融合，对社会经济联系、居民

日常行为、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4]，新空

间随之产生。但它们多出现在这些新空间出现之前，解释的

粒度较粗且零散，对微观城乡新空间的解释和推演研究的支

撑有限 [5]。目前学界已经针对线上线下生活圈、淘宝村、外

卖工厂、新零售、网红打卡点 [6] 等一些具体新空间，以及城

市空间的分散化、扁平化新态势，开展了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然而基于特定案例的研究和技术主导的视角，难以把握新空

间产生背后的内在统一规律和社会经济运作层面的深层逻辑。

总体而言，目前尚缺乏能从中微观层面系统地、精细化地解

释这些新空间产生、分布和城乡空间结构性演变的统一理论。

为此，本文以流空间和虚实融合为理论基础，首先基于

当前普及的线上线下活动，归纳虚实融合流动现象，分析融

合流动的动力、作用和过程，发现虚实接驳是虚实要素融合

流动的实现关键；然后探讨了虚实要素接驳转换所产生的接

驳空间、典型代表、接驳方式和内容，并对其概念内涵进行

界定；最后推导虚实要素接驳影响下城乡实体空间在区位、

中心、结构等方面的演化趋势。该研究能够更为精细、系统

地解释一些典型地理新空间的产生和其中的融合流动机制，

对于丰富和深化信息时代的虚实空间互动机理、研判新空间

的生成及其对地理空间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  虚实要素的融合流动视角

1.1  从流空间到虚实融合流动
19 世纪末信息革命引发了 ICT 对空间关系变革的地理

学新命题 [7]。1984 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于《神

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赛博空间”

概念，将其定义为基于全球计算机网络化的由人、机器、信

息源之间相互联结而构成的一种新型社会生活和交往的虚拟

空间 [8]。科特金（Kotkin）提出信息革命促使第四维空间（即

虚空间）的诞生，并与实体城市交互形成“混合空间”[9]。

格雷厄姆和马尔温（Graham & Marvin）认为虚拟空间主要

通过协同、替代、衍生、增强四大效应来作用于实体空间，

较早系统地总结了虚拟空间对实体空间的作用关系 [10]。巴

凯斯和路紫的“地理网络空间”认为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

互下会产生新空间 [11]。张楠楠和顾朝林提出“复合城市空

间”概念，认为虚实交互体现在远程通信对交通的替代、城

市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互补、虚拟社区对城市社区的增强三个 

方面 [12]。席尔瓦（Silva） 提出混合空间概念，发现由携带移

动网络设备用户不断移动而产生的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持

续连接 [13]。当前技术进一步普及，虚拟空间内涵更为广泛，

可以被认作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与物理空间平行且深度交

互的多维场域，其本质是数据流、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在赛

博维度中的空间化重组与再现。例如：美团、微信、抖音等

数字平台是虚拟空间在初级阶段的体现 [14]，高级阶段基于数

字三维空间还有数字孪生城市、元宇宙城市等。总体来看，

从早期的距离已死、虚拟生存等“乌托邦式”畅想，到后续

混合、复合空间等“虚实共存”，虚实趋向融合的客观趋势

已被广泛认可。

流空间（space of flows）同样源自对虚实空间的探讨，但

在应用上转向了区域地理。卡斯特（Castells）认为，流空间

是相对于位空间（场所空间）的，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

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 [15]。这种“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

可以理解为依托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跨越时空的同步活动，所

以传统的物理邻近不再必须，而是可以远程同步开展 [16]。他

进而提出流空间与位空间关系，认为社会功能和权力是流动

组织和远程支配的，因此必须摆脱以往静态的、孤立的研

究思路，而是探讨网络拓扑之间关系。地理学和城市规划

学的研究范式由此开始从“中心地”向“流空间”转型 [17]， 

从要素流动视角探讨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催生出城市群尺

度的城市网络、世界城市等议题。这些面向城市地理、区域地

理的研究不再探讨 ICT带来的影响，而是将其作为潜在背景，

聚焦于实体空间内可观测的流动要素，如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等 [18]。然而，这些“流”是区域视角上的统计整

合，虽然适用于探索地理规律、明晰宏观结构，但无法用以 

解释 ICT推动下城市内部微观空间的产生机制和演化趋势。

事实上，“虚实流”的视角与 ICT 活动高度契合。ICT

催生的城市新活动必然伴随着要素流动：既有可能是实体要

素的流动，体现在地理位置的变化；也有可能是虚拟要素的

流动，体现在信息的远程传输。这恰好对应了 ICT 活动研究

的两大主流，即电商购物和远程办公 [19]，前者以实体要素流

动为主，后者以虚拟要素流动为主。而且，它们探讨的主题

也是虚拟流与实体流之间的关系：电商购物减少还是促进了

购物出行？远程办公是否会减少工作通勤从而促进城市绿色

发展？或者说，以面对面为主的实体流是否会被远程通信的

虚拟流替代 [20]？在此类研究视角下，虚实流动是二元对立的，



19 2025 Vol.40, No.6国际城市规划

牛强  伍磊  顾重泰  陈倩倩  王烨    融合流动视角下的虚实要素接驳空间刍议

体现在实对虚的影响或虚对实的影响 [21]。

当前移动互联高度普及，虚实流之间的交互组织更为复

杂。例如：网约车活动，呈现为地图导航（虚）与车辆（实）

实时共同流动；网红店铺活动，呈现为网络口碑（虚）引导

居民出行消费（实）流动；外卖餐饮活动，呈现为数字平台

（虚）统筹下第三方中介骑手代替居民流动等。这些案例表

明，单从实体流或虚拟流的视角已很难解析信息活动的过程、

特征和机制，而自下而上的线上线下实践创新远领先于理论，

重申和发展虚实流的理论迫在眉睫。

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融合流动是虚实空间体系下流空间

理论的延展。融合流动不再局限于当前主流的区域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的实体要素流，或是虚实二元对立的影响论，而

是回归虚实空间交互的主题，从虚拟要素与实体要素的交互、

协作、融合视角，解读与 ICT 直接相关的城乡新活动与新空

间，据此把握未来城市空间演化趋势和规划优化机遇。

1.2  融合流动的动力
融合流动的一大动力是虚拟空间的优势，即虚拟空间具

有时空压缩、高效传递、低廉运营、无限空间、激发创新

等特征，促使实体空间走向虚拟化。首先，信息在虚拟空

间的传递几乎瞬时可达，突破了空间的束缚，时间成本也

得以降低，出现了“时空压缩”效益；其次，依托信息技

术平台开展虚拟活动，其搭建成本相对实体营造大幅降低，

加上信息传递的迅捷性和精准性，使得其运营更为高效 [22] ；

虚拟空间没有具体边界，形态不受限制，资源承载量巨大，

呈现空间和资源承载的无限性和流动性 [23] ；在虚拟空间进

行创新性产品的设计、模拟、修改、成型、应用时，解除了

创新所受到的束缚，节省了成本的同时加速了产品的迭代，

并通过网络共享、集思广益，形成开放的创新机制，更易

激发创新行为 [24-25]。因此，在上述优势的驱动下，实体空间

开始“虚化”，这亦是大多数前人研究所认同的。

融合流动的另一大动力是实体空间的优势，即实体空间

的真实性，促使虚拟空间实体化。实体空间是人类精神和物

质生存的根本，是创造、传递实物的唯一载体。虚拟空间尽

管拥有系列令人瞩目的优点，但亦存在局限，如在可预见的

未来都不可能承接实物的生产、运输、人的物性满足。此外，

人对实体空间的要素更为认可、情感更易投入，使得实体空

间在某些方面能够提供比虚拟活动更为优质的人工服务 [26]、

活动体验和交流 [27]。因此，在真实性驱动下，虚拟空间的衍

变与创新借助实体空间可以更好地为人所用。

虚实空间各具特点和优势，这是融合流动的动力根源。

在上述两大动力下，虚实空间分工、协作，从而高质量实现

人类活动。

1.3  融合流动的作用
虚实空间各自的优势将会作用于对方空间，从而在分工

协作中提升活动的质量和效率。这其中既有虚对实的作用，

也有实对虚的作用。

首先，虚对实存在两大作用。第一是赋能 / 增强作用，

虚拟空间具备时空压缩、高效传递、低廉运营等优势，能够

拓宽实体活动的时空范围，增强功能，提升活动的品质和效

率，降低活动成本。例如：线上讲座使得嘉宾的观点在虚拟

空间高效传播，扩大了讲座的传播范围，故越来越多的论坛、

学术报告开始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第二是衍生作用，虚拟空

间的无限空间、激发创新等优势，能够衍生、创新出实体空

间所没有的新要素，从而拓展实体空间要素的概念和功能。

例如：“网络游戏”是虚拟空间支撑的娱乐创新，其新颖的

虚拟环境、剧情和体验模式吸引大批玩家，拓展了现实中的

休闲娱乐空间。

同样地，实对虚也产生了效用。第一是物化作用，实体

空间能够将虚拟空间的要素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体要素，从而

满足人的物性需求，或是提供相较虚拟空间而言更为优质、深

入的服务。例如：工程师在电脑中模拟、设计出的虚拟零件，

经过生产物化后方可投入使用；购物平台中的虚拟商品大多需

物化成实体商品来使用。第二是本体作用，虚拟空间及其要素

的框架、内容、功能来源于实体空间，实体空间为虚拟空间的

衍生、创新提供原型参考。例如：早期的“网络聊天室”功能

设计源于实体空间的会议室、讨论室。此外，实体空间的信息

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决定了虚拟空间体量和功能的上限，是支

撑虚拟空间及虚拟要素诞生、存在、发展、应用的外在基础。

2  融合流动视角下的虚实要素接驳框架

2.1  虚实接驳是实现虚实融合流动的关键
上述分析表明，虚实空间各自的优势带来两者的分工协

作，这是两者融合流动的基础。但是，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

分处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参与活动的虚拟要素和实体要素很

难直接产生交集。所以，同一活动内虚实要素需要经过特定

的处理与转换，才能够推动虚拟活动和实体活动平行开展：

通常情况下转换后要素才能进入另一类空间进行流转或运

作，使得活动能在虚实两类空间中耦合形成闭环，共同发挥

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优势。

本文将这种虚实要素转换的过程称为“虚实要素接驳”

（图 1）。虚与实属于不同的空间维度，为准确解析虚实要

素接驳，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拆分融合流动、接驳的要素主体，

细化接驳的过程，以构建出更为精细的融合流动分析框架。

按照这个逻辑，下文提出虚实接驳的四类要素、两种方式，

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实接驳点和虚实接驳空间。


